
 

 

户籍制度改革如何促进中国加工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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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口红利逐渐减弱，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和海外

转移的趋势，那么户籍制度改革如何为加工贸易发展赢得新优势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以 2014 年户

籍制度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地评估了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加工贸易出口规

模和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推动劳动力成本相对下降以及制造业与

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了城市加工贸易出口份额增加与规模增长。第二，户籍制度改革

对加工贸易的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不仅集约边际增长更为显著，还存在出口市场

拓展与产品种类扩张的现象，呈现出典型的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特征。第三，政策有助于提升城市加

工贸易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显著促进了资本密集型行业与高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出口增长，起

到了推动加工贸易技术升级与结构转型的作用。文章揭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对于中国加工贸易

规模增长和转型升级的影响路径，为推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和实现贸易强国目标提供了经验证据

与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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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环境承载压力持续加剧，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不断攀

升，以及印度与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加速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日本类

似，中国也面临着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不同于日本产业结构的区域同质化特征，中国的东

部和中西部地区呈现出显著的产业结构差异，形成了独特的二元经济格局（洪俊杰等，2024），自

东向西的产业梯度也为国内产业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遇（Lu和 Tao，2009）。作为产业转

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加工贸易面临着东部地区比较优势减弱以及产业和订单转出加快的困

境，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有序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转移，不仅是适应国际局势、保

障就业需求、稳定外贸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激活落后地区经济

增长引擎的关键举措（庄芮等，2014；刘明和宋彦玲，2021；杨翠红，2023）。为了适应新的发展需

求，自 2007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持续推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并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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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设立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①2023年 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

优结构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稳定和提升加工贸易，加强要素保障，引导产业转移，促进产业链

稳定。同年 12月，商务部等 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的意见》，进一步强调

在鼓励高附加值产品加工贸易出口、促进加工贸易产品转型升级的同时，也要优化区域布局，

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梯度转移，以此培育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

加工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乃至转型发展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地区产业基础、交通网络、人力

资本水平、政策支持力度以及现代化工业与服务业体系的协同集聚等（房慧玲，2010；刘德学和

李晓姗，2010；曾贵和钟坚，2010；严立刚和曾小明，2020；胡浩然等，2023；宋颜群和胡浩然，2024）。

其中，劳动力成本无疑是关键因素，而户籍制度通过限制劳动力迁移，对区域间的劳动力成本差

异产生了深远影响（孙文凯等，2011；张吉鹏等，2020；蔡昉，2023）。近年来，中国政府持续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 2014 年 3 月，国务院首次印发国家级城镇化规划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明确提出到 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 45% 左右，努力实现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为落实这一目标，

同年 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出台，进一步明确

要求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合理引导农业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根据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3.89%，较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的 49.68%增长显著。同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5.4%，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

顺利实现。②户籍壁垒的逐步消解加速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促进了城市间的

劳动力迁移，从而缓解了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显著影响区域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因此，户籍制

度改革毫无疑问会对加工贸易的规模增长与转型升级产生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梯度转移方

面，户籍制度改革可能存在不同的影响路径。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通过促进劳动力迁移，优化

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供给，强化当地承接加工贸易的比较优势，从而有助于当地加工贸易出口增

长；另一方面，放宽户籍管制引致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成本降低，同样有可能导致中西部地区竞

争条件的恶化，从而不利于落后地区加工贸易发展。因此，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弱与劳动力跨区

域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能否促进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加工贸易稳定发展，推

动中西部与东北地区更好地承接加工贸易转移，赋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是本文所要尝试回

答的问题。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支。第一支文献主要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效应及

其影响因素。长期以来，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效应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在宏观层面，相关研究涵

盖了城市经济发展（都阳等，2014）、全要素生产率（Hsieh和 Klenow，2009；Tombe和 Zhu，2019）、

社会福利与不平等（蔡昉，2010；Fan，2019）、代际流动与教育公平（Sieg等，2023）、创新创业（李

五荣等，2022；宋弘等，2022；Liu 等，2024）以及异质性劳动力流动（韩润霖等，2023）等多个方

面；在微观层面，相关研究侧重于企业劳动雇佣（Wang 等，2021；张云矿和赵子微，2024）、成本

黏性（马慧和靳庆鲁，2024）、社保缴费（陈斌等，2025）、异地投资（李逸飞等，2025）、生产链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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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这些政策具体包括《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工作的意见》《关于确定第二批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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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详见 www.stats.gov.cn。

•  111  •



（冯祯祯等，2025）、劳动收入份额（冯典状和张卫国，2025），以及家庭消费（毛盛志等，2025）、农

村居民收入（张可云，2023）和移民收入（An等，2024）等不同领域。部分文献侧重于对户籍制度

改革的量化评估，通过分析政策文本，采用层次分析法（孙文凯等，2020）、机器学习（Fan，2019；

Tian，2024）与结合微观数据验证（张吉鹏和陈翥，2024）等不同方法构建落户门槛指标。此外，少

部分文献还探讨了户籍制度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Wang 等，2024）及贸易自

由化（范子杰等，2024；Tian，2024）对制度变迁的驱动作用。

第二支文献聚焦于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及其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分别从城市人

口结构（铁瑛和张明志，2017；铁瑛等，2019）、最低工资标准上升（铁瑛等，2018；毛其淋和盛斌，

2021）和人口老龄化加剧（蔡宏波和韩金镕，2022）等角度，验证了劳动力供给减少、成本提升对

加工贸易出口的不利影响以及对贸易方式升级的推动作用。也有非常丰富的文献探讨了影响加

工贸易出口的其他因素，包括贸易自由化（Yu，2015）、融资约束（Manova 和 Yu，2016）、出口退

税政策（范子英和田彬彬，2014）、中间投入品进口、国外需求规模（Brandt和Morrow，2017；田云

华等，2023）、服务业发展（铁瑛和何欢浪，2018）和汇率变动（毛日昇等，2017；王雅琦和余淼杰，

2021）等方面。此外，关于加工贸易升级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分别从中间品关税下调（彭冬冬和

杜运苏，2016）、银企距离（许和连等，2020）、服务业开放（符大海和鲁成浩，2021）、人力资本提

升（毛其淋，2019）和城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何欢浪和古莲子，2025）等角度，考察了加工贸易向

一般贸易转型的程度以及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还有一类研究主要关注贸易方式选择对企业

出口绩效的影响。例如，余淼杰（2011）发现企业参与加工贸易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章韬等

（2024）则指出转为混合贸易模式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边际。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既有文献大多从人口红

利减弱、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视角探讨贸易问题，却忽视了中国劳动力空间再配置的巨大潜力。

本文基于户籍制度改革视角，深入探究劳动力供给扩张推动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的理论机制，为

人口与贸易研究提供了新路径。第二，过往研究大多聚焦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转换或产品

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度量较为片面，缺乏对梯度转移的实证考察。本文将

户籍制度改革与加工贸易出口的发展及梯度转移相结合，既丰富了加工贸易出口决定因素的研

究，也拓展了制度经济学与国际贸易领域的学术边界。第三，本文从出口二元边际视角对加工

贸易出口增长进行分解，通过城市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与出口市场的拓展，识别了潜

在的加工贸易转移现象。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中国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依据。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195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正式确立

（赵军洁，2021）。在计划经济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背景下，户籍制度通过严格的户口登记与迁

移管控，将城乡居民划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两类群体，形成了包含就业、教育、医疗等资源配置差

异的二元管理体系。这种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设计虽在特定历史阶段保障了工业发展，但

也加剧了城乡发展差距，严重制约要素跨区域流动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推动

乡镇企业与沿海制造业迅速崛起，工业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农业（范子杰等，2024）。大规模劳

动力跨区域流动需求倒逼户籍制度从“管制型”向“适应型”转变，政府开始逐步消解束缚农村

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障碍。进入 21世纪，流动人口规模急剧增长，虽然户籍不再是阻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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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的硬性壁垒，但基于户籍属性的社会福利分配机制仍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成本与

质量（An等，2024）。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与流动人口市民化需求升级，户籍制度改革被纳入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明确将“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列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举措，提出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分类改革原则。2014年 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出台，进一步明确了调整户口制度的城市规模：全面放开城区

人口 50万以下的建制镇和小城市人口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 50万至 100万的中等城市

人口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 100 万至 300 万的大城市的落户条件；适度控制城区人口

300万至 500万的城市的落户规模和节奏；严格控制城区人口 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总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力度与城市规模挂钩，其中，对于特大城市的限制要求明确，其

余规模城市则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承载能力，合理或全面放开落户限制。

与历次改革相比，2014年启动的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在政策强度与覆盖范围上实现了历史

性突破（张吉鹏等，2020）。此次改革由中央政府统一部署实施，提出了与城市规模挂钩的差异

化落户政策，彻底废除了实施长达半个世纪的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二元划分制度，标志着中国户

籍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改革实施后

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为 2.92 亿人，同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 3 108 万人，增幅

达 11.89%。①实证研究表明，此次改革促使除一线城市之外的其余地方落户门槛均出现较大幅

度的快速下降（张吉鹏和卢冲，2019；张吉鹏和陈翥，2024），总人口迁移率和劳动年龄人口迁移

率呈现显著提升（Liu 等，2024），并且从大城市向小城市迁移的倾向跃升，而传统“向大城市集

聚”的迁移模式则出现明显弱化（An等，2024）。

（二）理论分析

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范式，中国加工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呈现出显著的“任务导

向型”特征。这种贸易模式依托跨国公司全球布局需求，通过“进口中间品—加工—再出口”的模

式嵌入国际生产网络（毛其淋和盛斌，2021）。尽管目前已经在技术设备与管理模式上逐渐实现

升级，但其核心竞争力仍高度依赖国内充裕的劳动力资源禀赋（黄建忠等，2017）。此外，受制于

自身“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加工贸易企业无法像一般贸易企业那样灵活转换市场。因此，面

对同样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加工贸易的出口变化会相对更为敏感（铁瑛和张明志，2018）。而户

籍制度改革通过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壁垒、降低流通成本，显著推动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

力向城市的跨区域转移（孙文凯等，2011），促进了低技能劳动力的空间集聚（韩润霖等，2023）与

高技能人才的流入（宋弘等，2022），从而稳固加工贸易比较优势，对加工贸易出口产生显著的促

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户籍制度改革能够促进城市加工贸易出口增长。

首先，传统“二元”户籍政策将户籍身份与公共服务供给捆绑，相伴而生的是人口流动受

限、城乡区隔的系统性排斥等问题（范子杰等，2024）。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放宽城市落户门槛，打

破了阻碍城乡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壁垒，从而有效扩大了城市劳动力供给。在需求保

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改革地区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下降将成为必然结果。特别地，由于低技能

何欢浪、贾宇轩、毛    健：户籍制度改革如何促进中国加工贸易发展？

 ① 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详见 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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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通常具有较高的替代弹性，其工资水平对供给变化的反应程度更为敏感。因此，户籍改

革对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本降低效应尤为明显（马慧和靳庆鲁，2024）。同时，改革促进

了高技能劳动力的跨区域优化配置，推动人才向回报更高的地区与行业流动（宋弘等，2022），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聘用高技能人才的成本压力。加工贸易企业一方面高度依赖大规

模、低成本的低技能劳动力，能够大量吸收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剩余劳动力（刘晴和徐蕾，2013）；

另一方面在技术升级与结构转型过程中也需匹配相应的高技能人才。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带来劳

动力成本的相对下降，显著增强了改革区域发展加工贸易的比较优势，从而显著推动加工贸易

出口扩张。相较之下，一般贸易企业自主组织采购、生产和销售环节，成本结构更多元，利润空

间也更大（Bernard等，2011；戴觅等，2014），因而对户籍改革所引致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下降的敏

感程度相对较小。

其次，劳动力供给是产业协同集聚的核心要素（Steijn等，2022）。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扩大低

技能劳动力供给与吸引高技能专业人才流入，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区域间和产业间的优化配置，

这不仅降低了加工贸易制造业本身的成本压力，也满足了加工贸易配套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差异

化需求，进而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

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机制促进产业协同集聚：一方面，城市落户门槛的降低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依据市场需求向城市制造业集群以及运输与仓储等配套服务业定向迁移，在缓解制造业工人

短缺困境的同时，也推动劳动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劳动力蓄水池”（余正颖等，

2024）；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城市人才吸引力（宋弘等，2022），促使技术研发、管

理咨询等专业化人才向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产业间的知识溢出效应推动下游制

造业技术进步，并形成良性的知识互动机制（许丽萍等，2023）。

由于生产环节相对单一，加工贸易普遍具有产品附加值低、研发强度弱、利润空间薄等特

点（Manova和 Yu，2016；马述忠等，2017），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增长与转型升级对交通运输、管

理咨询、研发设计等上下游服务业的配套能力具有更高的依赖程度。一方面，加工贸易企业通

常对运输成本更为敏感（余淼杰等，2024）。户籍制度改革所释放的劳动力有助于满足仓储、物

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用工需求，促进城市相关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配套，从而降低区域综合运

输成本，为加工贸易的规模增长与梯度转移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高

技术水平产品转型发展，亟需管理咨询、技术研发等服务业作为支撑（杜云苏，2020；喻胜华等，

2020；杨翠红，2023）。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吸引专业化人才流入，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

业协同集聚，形成知识溢出效应，支持下游加工贸易企业实现工艺流程改进和产品升级。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2：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推动劳动力成本相对下降与产业协同集聚，促进城市加工贸易

出口增长。

再次，传统户籍壁垒的松动加速了劳动力要素的跨区域再配置，重塑区域比较优势，推动

产业空间布局的动态调整。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显著降低了中西部地区落户门槛（张吉鹏和卢

冲，2019），驱动劳动力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户籍地回流（张吉鹏等，2020），有效缓解了内陆地区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要素供给约束。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出台一系列加工贸易转移政策，夯实了

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基础（宋颜群和胡浩然，2024）。劳动力要素回流与产业转

移政策形成了协同效应，使中西部地区依托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禀赋优势，逐步承接东部地区

加工贸易转移。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3：户籍制度改革能够推动加工贸易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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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户籍制度改革通过降低人力资本流动的制度性成本，提升了专业化人才在区域和产

业间的配置效率。内生增长理论指出，人力资本是推动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动

力（Barro，1991）。户籍壁垒的破除降低了高技能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与职业转换风险，促进其向

落户政策更为宽松的地区集聚。对加工贸易企业而言，技术型人才供给的增加能够缓解企业研

发创新压力，从而推动产品技术升级（毛其淋，2019）。此外，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知识密

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通过产业间的知识溢出效应，进一步增强加工贸易企

业的技术吸收与创新能力，最终推动其技术复杂度与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的提升。基于上述

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4：户籍制度改革能够促进加工贸易技术复杂度提升与产品结构转型升级。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 An等（2024）、Liu等（2024）以及张云矿和赵子微（2024）的模型设定方式，采用双

重差分模型（DID），评估 2014 年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城市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

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公布的市区人口数据，将政策实施当年（2014 年）市区人口 500 万以上的

13个特大城市作为对照组，①将其余不同规模城市划分为处理组。具体而言，Treatj（group=k）表
示出口产品是否处于政策处理组城市 k 的虚拟变量。其中，k = 1、2、3、4分别表示市区人口为 300万—

500万的大城市（Ⅰ型大城市）、100万—300万的大城市（Ⅱ型大城市）、5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

（中等城市）以及 50 万以下的建制镇和小城市（小型城市），从而体现户籍制度改革在不同规模

城市之间强度的差异性。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i jt = β0+

4∑
k=1

βkTreat j(group = k)×Postt +X jtϕ+µi j+δpt +εi jt （1）

µi j和δpt

εijt

其中，Yijt 的是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王雅琦和余淼杰（2021）、符大海和鲁成浩（2021）的研究思

路，分别以加工贸易出口份额（proshare i j t）和出口规模（ lnvp i j t）表示。proshare i j t 代表城市 j 中
HS6 产品 i 年份 t 的加工贸易出口份额，是衡量城市—产品维度加工贸易结构调整的相对指标；

lnvpijt 代表城市 j 中 HS6产品 i 年份 t 的加工贸易出口规模，采用加工贸易出口额的对数值衡量，

是测度城市—产品维度出口变化的绝对指标。之所以选取城市—HS6产品—年份维度的面板数据

而非基于企业层面进行实证研究，一方面是受限于研究的时间跨度，无法进一步匹配工业企业

数据库并控制企业层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层面的研究无法捕捉企业的进入退出行

为，可能造成估计偏误（铁瑛和何欢浪，2019）。在后续稳健性分析中，本文会补充企业层面的经

验证据。Treatj 为城市 j 是否处于政策处理组的虚拟变量，Postt 表示年份 t 是否处于政策出台当

年及以后年份的虚拟变量；X j t 为可能影响城市加工贸易出口的控制变量合集：经济发展水平

lngdpk、最终消费需求 lnconsume、基础设施水平 lnpost、城市政府规模 lntr、对外开放水平 lnfdi、
产业结构 third_ratio、经济增长潜力 gdpgrowth； 分别为城市—HS6产品联合固定效应与省

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为随机扰动项。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1展示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按不同人口规模分组的处理组分别占样本总

量的 16%、47%、17%与 3%。表 2展示了处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的平均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在

何欢浪、贾宇轩、毛    健：户籍制度改革如何促进中国加工贸易发展？

 ① 2014年市区人口 500万以上的 13个特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市、北京市、重庆市、深圳市、天津市、武汉市、广州市、西安市、南京市、成

都市、汕头市、郑州市、沈阳市（按市区人口规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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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前后的变化趋势，控制组城市的加工贸易平均出口规模明显大于处理组城市，且

整体呈现出更明显的下降趋势，降幅约为 23.77%。这与 2008年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加速、加

工贸易出口持续下降的现象相符合（苏庆义和桂子豪，2024）。而相较之下，处理组的下降幅度

要显著小于控制组，这可能是因为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的释放效应推动了加工贸易等外迁产

业优先向国内转移，进而促成了加工贸易的平稳发展。

本文实证检验部分所使用的出口贸易数据来源于 2010—2016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城市层

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①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与说明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roshare 加工贸易出口份额 1 149 020 0.16 0.33 0 1

lnvp 加工贸易出口额取对数 1 149 020 3.63 5.79 0 24.42

Treat（3million–5million） 市区人口规模300万—500万 1 149 020 0.16 0.36 0 1

Treat（1million–3million） 市区人口规模100万—300万 1 149 020 0.47 0.50 0 1

Treat（0.5million–1million） 市区人口规模50万—100万 1 149 020 0.17 0.37 0 1

Treat（<0.5million） 市区人口规模50万以下 1 149 020 0.03 0.17 0 1

lngdpk 城市人均GDP取对数 1 148 914 11.00 0.55 8.58 12.58

lnconsume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取对数 1 148 672 16.37 0.98 5.47 18.52

lnpost 城市年末邮局数量取对数 1 144 243 5.27 0.67 2.48 7.48

lntr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取对数 1 149 002 15.32 0.92 11.71 18.05

lnfdi 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取对数 1 146 052 11.59 1.57 2.77 14.94

third_ratio 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 1 146 321 44.05 10.24 9.76 80.23

gdpgrowth 城市GDP增长率 1 148 779 10.25 4.19 −19.38 109.00
 

 
 

表 2    平均加工贸易出口的变化趋势

处理组（<5million） 控制组（>5million）

2010—2013年 2014—2016年 2010—2013年 2014—2016年

加工贸易平均出口规模（亿元） 17.46 15.29 301.83 230.09
 

四、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

表 3汇报了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城市内部产品贸易方式调整的基准回归结果，在计量模型中

均控制了产品—城市和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以解决部分内生性问题。②从列（1）与列（2）可

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 Treatj（group=k）×Postt 均显著为正，这说明相较于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

模，落户门槛放宽会使城市加工贸易出口份额上升。从列（2）的完整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

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处理组中各类城市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0734、0.0816、0.0884和 0.0965，这说

明城市户籍限制放开促使各类城市加工贸易出口份额平均上升了 7.34%、8.16%、8.84% 与

9.65%。假设 1由此得到验证。随后，本文进一步探究户籍限制放松对于加工贸易出口规模的影

  2025 年第 11 期

 ① 限于篇幅，详细的数据处理过程未展示。

 ② 本文将全部市区人口 500万以下的城市合并为一个处理组（Treat），并估计整体处理效应（Treat×Post），回归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与分

组处理一致。此外，户籍制度改革对一般贸易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完整结果备索。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就此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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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列（3）与列（4）展示了具体结果，在加入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后，政策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加工贸易出口份额（proshare）与规模（lnvp）的回归系数大小均会随

着城市规模等级的降低（户籍政策放松强度的增加）而递增。其中，50万以下小城市受到政策影

响效果最强，具体而言，户籍限制放松使其加工贸易份额相对于特大城市平均上升 9.65%，而绝

对规模平均上升 2.87倍。①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proshare proshare lnvp lnvp

Treat（3million–5million）×Post 0.0784*（0.0409） 0.0734**（0.0345） 1.4269***（0.4824） 1.3906***（0.4413）

Treat（1million–3 million）×Post 0.0861**（0.0382） 0.0816**（0.0317） 2.2574***（0.4058） 2.2260***（0.3446）

Treat（0.5million–1 million）×Post 0.0930**（0.0412） 0.0884**（0.0361） 2.4545***（0.5208） 2.4169***（0.4848）

Treat（<0.5 million）×Post 0.1055**（0.0413） 0.0965**（0.0391） 2.9857***（0.5062） 2.8697***（0.47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产品−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149 020 1 136 904 1 149 020 1 136 904

R2 0.7055 0.7059 0.7795 0.7799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θkt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分别识别了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加工贸易出口相对份额与绝对规模的因

果效应，但仍需要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以证明处理组相对于控制组的变化是由政策冲击驱动

的。具体而言，本文选取政策冲击前一期（2013年）作为基准期，以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式（2）
中，Year（t= T）为年份虚拟变量，当样本年份为 T 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估计系数 度量了相对

于基准年份（2013 年）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各年份的相对变化差异。其余设定与方程（1）保持一

致。具体检验模型如下：

Yi jt = θ0+

2016∑
T=2010

4∑
k=1

θktTreat j(group = k)×Year(t = T )+X jtϕ+µi j+δpt +εi jt （2）

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系数变化的趋势，图 1 给出了加工贸易出口份额（proshare）在 2010—

2016年的估计系数及其 95%的置信区间。从中可见，在政策发生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有着

相同的发展趋势，2014年及之后的边际效应线逐步向右上方倾斜，这说明两者的变化趋势具有

显著差异，从而验证了平行趋势假定。

2. 其他稳健性检验②

本文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1）安慰剂检验。（2）更换处理组识别方式。本文参

考 Liu等（2024）、张云矿和赵子微（2024）的分类方式，按照城区人口规模（urban population）重新

划分处理组。（3）剔除特殊城市。本文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超一线城市从样本中剔除

后再次进行回归，以检验剩余样本的稳健性。（4）排除同期政策。本文分别排除加工贸易梯度转

移政策（Pro）、“营改增”试点政策扩围（VAT）、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Shanghai）以及出口产品

何欢浪、贾宇轩、毛    健：户籍制度改革如何促进中国加工贸易发展？

 ① 限于篇幅，此处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备索。

 ② 限于篇幅，加工贸易规模（lnvp）的平行趋势检验图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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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政策（MTSL）的影响。（5）控制潜在溢出效应。本文选取控制组城市及其 300公里内的邻近

处理组城市进行回归。（6）企业层面分析。本文将海关产品数据整合至企业层面后重新回归。

（7）改善匹配方法。本文分别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PSM）、合成控制法（SCM）和合成双重差分

法（SDID）对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以验证基准结论的可靠性。经过上述稳健性检验，解释变量

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保持稳健，从而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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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五、机制检验

（一）劳动力成本相对下降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成本对劳动供给的变化更为敏感。城市户

籍制度改革有效促进了劳动力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在推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

时，也吸引了部分高技能人才落户。这种劳动力供给的优化提升，导致户籍放松地区的劳动力

成本相对于严格管制地区显著下降，从而扩大了加工贸易生产的比较优势。为了检验劳动力供

给增加是否导致了相对用工成本的下降，本文参照 An 等（2024）的研究方法，采用 2011—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检验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劳动力工资收入的

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以“上月收入额”取对数（lnwage）衡量劳动力成本水平，并剔除了收入值

缺失或小于 0 的样本，仅保留年龄在 18—65 岁之间的个体。最终获得了 236 个城市连续 7 年的

平衡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列（1）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且系数的绝对值随着政策

力度加大而递增，这表明户籍制度改革的确有助于降低加工贸易企业的用工成本。列（2）针对

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edu）的回归结果显示，户籍制度改革显著降低了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这间接表明更多低技能劳动力因落户门槛下降而流入城市，从而偏向性地满足了加工贸

易企业的用工需求。

（二）产业协同集聚

户籍制度改革通过促进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对加工贸易出口产生了显

著促进作用。一方面，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障碍的减少扩大了制造业劳动力蓄水池，进而缓解了

加工贸易比较敏感的劳动力供给与用工成本问题；另一方面，政策引致的异质性劳动力流入推

动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尤其是交通物流、技术研发与金融业等领域的人力资本密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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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进一步地，两业协同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与知识溢出效应能够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出口供

应链效率，从而推动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增长与转型升级。

为了验证上述机制，本文采用张虎等（2017）与崔书会等（2019）的方法，测算地级市层面的

产业协同集聚指数（Co），并根据 2009—2019年 257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按照基准回归进行实

证检验。结果如表 4列（3）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对于中小型人口规模

城市来说，其协同发展趋势更强。这说明户籍制度改革显著加快了城市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

造业的协同发展，从而促进了城市加工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
 
 

表 4    机制检验

（1） （2） （3）

lnwage edu Co

Treat（3million–5million）×Post −0.0343**（0.0156） −0.0761***（0.0204） 0.1559**（0.0767）

Treat（1million–3 million）×Post −0.0606***（0.0151） −0.0988***（0.0193） 0.1445**（0.0722）

Treat（0.5million–1 million）×Post −0.0769***（0.0162） −0.1283***（0.0223） 0.2050***（0.0724）

Treat（<0.5 million）×Post −0.1266***（0.0277） −0.0928***（0.0305） 0.2492***（0.086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80 194 680 194 2 668

R2 0.1884 0.2111 0.9235
 

六、进一步分析：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尽管户籍制度改革对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与规模具有同步提升作用，但是突破传统发展模式

的路径依赖仍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核心挑战。无论是通过“自沿海向内陆”的产业梯度转移优化

空间布局，还是借助高新技术产品突破全球价值链锁定，中国加工贸易均面临深刻的转型升级

诉求。在此背景下，探究户籍制度改革对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与质量提升的影响更具现实价值。

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区域布局优化、技术水平升级与产品结构转型三个维度，对加工贸易转型

升级进行定义：其一，是内陆地区承接沿海加工贸易产能的梯度转移；其二，是加工贸易产品技

术复杂度的提升；其三，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的结构性增长。

（一）梯度转移：赋能中西部地区贸易增长

基于贸易二元边际理论的分析框架，本文可以通过检验户籍制度改革对于不同地区出口边

际的差异化影响，识别出潜在的加工贸易转移现象。①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Bernard 等，

2003；Melitz，2003），贸易扩张可通过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两个维度实现。其中，集约边际反映

既有产品的出口规模扩张，而扩展边际则体现为新产品种类或新出口市场的开拓（钱学锋和熊

平，2010）。具体而言，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因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新订单和企业的涌入推动

了出口市场与产品种类的多元化，从而促进扩展边际增长；而东部地区作为产业转出地，户籍制

度改革主要引导劳动力流向既有的加工贸易企业，因此其出口增长更多体现为集约边际的扩

张。在当前加工贸易外迁加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相比单纯扩大原有产品出口规模，

更应注重通过梯度转移拓展新市场和丰富产品种类，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

何欢浪、贾宇轩、毛    健：户籍制度改革如何促进中国加工贸易发展？

 ① 受海关数据限制，本文虽无法精准识别新增贸易订单的具体来源地，但中西部地区在出口扩展边际上的显著增长，可作为承接产业梯

度转移的间接证据。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就此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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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符大海和鲁成浩，2021）。鉴于此，本文借鉴蔡宏波和韩金镕（2022）以及章韬等（2024）的出

口分解框架，将城市出口的集约边际定义为城市既有出口产品的加工贸易份额与规模增长；将

城市出口的扩展边际定义为城市加工贸易产品出口国数量（lndnp_cjt）与种类（lnnumber_pjt）的扩张。

具体而言，本文设置了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 West 与东北部地区虚拟变量 Northeast，与双重

差分项 Treat×Post 交乘后引入基准回归模型（其中，Treat 表示人口规模 500万以下的处理组城

市）。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列（1）与列（2）报告了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加工贸易集约边际的影响，

可见列（2）中 Treat×Post×Wes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 Treat×Post×Northeas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负，这表明相较于东部地区，户籍制度改革对中西部地区集约边际增长的提升效果相对更强，而

东北地区则相对较弱。列（3）与列（4）进一步呈现了户籍制度改革对加工贸易扩展边际的回归

结果，可见 Treat×Post×Wes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 Treat×Post×Northeast 的估计系数并不显

著。具体而言，列（3）的结果说明，户籍制度改革对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目的地数量

具有更为显著的提升作用，从而有效帮助了中西部地区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列（4）的结果表明，

相较于东部地区，放松户籍管制更为有效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产品种类的增长。①原

因可能在于，中西部城市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下降促使部分原本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的加工贸易

订单向当地转移，从而产生了新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种类。因此，推进中西部地区户籍制度改

革并降低落户门槛，是助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为落后地区拓展新市场、承接新订单，从而实现

贸易增长的关键举措。
 
 

表 5    地区异质性

（1） （2） （3） （4）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proshare lnvp lndnp_c lnnumber_p

Treat×Post 0.0963**（0.0479） 2.1030***（0.4685） 0.0139（0.0558） 0.2828*（0.1687）

Treat×Post×West 0.0215（0.0558） 1.4711**（0.6995） 0.3467***（0.1321） 0.9236***（0.2971）

Treat×Post×Northeast −0.0975*（0.0550） −1.4597**（0.6523） −0.0335（0.1671） 0.3430（0.273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产品−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41 954 641 954 1 775 1 775

R2 0.7373 0.7849 0.9466 0.9110
 

（二）质量为先：加工贸易技术复杂度提升

本文采用 Hausmann 等（2007）以及盛斌和毛其淋（2017）的测度方式，依据全球双边贸易数

据库（CEPII-BACI），计算 2010—2016 年产品维度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在回归过程中，本文剔除

了样本期间始终仅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 HS6产品，在加权产品加工贸易份额后，取出口技术

复杂度的自然对数值（lnproday）来衡量加工贸易的技术升级现象。具体结果如表 6 列（1）所示，

可见放松户籍制度整体上显著推动了城市加工贸易的技术升级。

（三）“腾笼换鸟”：加工贸易产品结构转型优化

本文首先将海关 HS6 位码产品匹配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行业标准

（Brandt等，2017）；之后，借鉴戴觅等（2014）的分类标准，基于行业资本劳动比，将海关产品所属

  2025 年第 11 期

 ① 本文通过分样本回归进一步检验上述结论。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加工贸易集约边际提升显著，扩展边际提升不显著；中西部地区集约

边际与扩展边际均显著提升，且估计系数更大。完整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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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间行业与资本密集型行业，并设置劳动密集型行业虚拟变量 lab
与资本密集型行业虚拟变量 kap，分别与双重差分项 Treat×Post 交乘后纳入基本模型。从表 6
列（2）可见，Treat×Post×kap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 Treat×Post×lab 的回归系数

则显著为负，这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对加工贸易出口的提升作用与出口产品的资本密集程度呈正

相关。这一结果可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边际收益递减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要素组合优化所致

（铁瑛和张明志，2017）：相较于已经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更

能够充分利用劳动供给扩张所赋予的成本优势进行劳动对资本的替代，从而降低成本，提升自

身出口竞争能力。

为进一步验证户籍制度改革对不同技术水平加工贸易出口规模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以基期

（2010年）HS6位码产品技术复杂度的 1/3分位点和 2/3分位点为分界，划分低技术、中等技术与

高技术产品；并参照韩剑等（2024）的方法，设置低技术虚拟变量 lowproday 和高技术虚拟变量

highproday，并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引入两者与双重差分项 Treat×Post 的交互项，从而以中等技

术产品为基准，观察不同技术水平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增长情况。此外，为了缓解微观产品分

组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回归模型中纳入产品—年份联合固定效应。表 6列（3）展示了具体的回

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Treat×Post×highproday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放松户籍管制对高

技术加工贸易产品的提升作用更强，加工贸易出口结构存在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转型升级

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城市加工贸易的“腾笼换鸟”。这主要是因为户籍制度改革对高技

能劳动力供给存在释放效应。具体而言，户籍壁垒的消除能够显著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流

动性，推动创新型人才向高技术加工贸易企业集聚，更有利于研发密度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从而

为加工贸易增长的动能转换奠定要素基础。
 
 

表 6    行业异质性

（1） （2） （3）

lnproday proshare proshare

Treat×Post 0.9388***（0.2073） 0.0860***（0.0317） 0.0773**（0.0319）

Treat×Post×lab（lowproday） −0.0228***（0.0035） −0.0133（0.0116）

Treat×Post×kap（highproday） 0.0225***（0.0043） 0.0207**（0.009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产品−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值 569 570 1 136 904 1 052 892

R2 0.6391 0.7063 0.7203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加工贸易的创新发展和梯度转移是中国推动外贸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途

径。本文基于 201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以 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系

统考察了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加工贸易规模增长与转型升级的重要影响。本文的主要发现有：第一，

放松户籍管制能够显著推动城市加工贸易出口份额与规模扩大，且政策效应会随着城市人口规

模下降而得到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说明，

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吸引低技能劳动力流入与高技能人才落户，推动劳动力成本相对下降并加速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从而推动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第三，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

何欢浪、贾宇轩、毛    健：户籍制度改革如何促进中国加工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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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移，优化全国产业布局。通过缓解劳

动力流动的制度性壁垒，户籍制度改革能够使得中西部城市扩展边际显著提升，获得更多加工

贸易转移订单，并拓展全新出口市场。另一方面，放松户籍管制对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技术复

杂度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资本密集型与高技术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增长动力更强，这说明

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推动了量的合理增长，还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为破除加工贸易“低端锁定”

提供了新路径。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对于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及转型升级的影响

路径，为推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实现贸易强国目标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本文的研究

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户籍制度改革着力于破解劳动力流动

障碍，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促进加工贸易稳定发展。鉴于此，现阶段要简化落户程序，减少隐

性门槛，切实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进一步完善配套保障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转

移接续平台，实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关系的无障碍转移，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力度，将符合

条件的流动人口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健全劳动权益保护体系，为外来务工人员积极提供法律援

助、职业培训等服务，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持续推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加强梯度转移载体建设。户籍制度改革确实促进了中

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出口规模扩张、市场多元和产品结构优化，但对东北地区的转移推动效应却

不显著。鉴于此，政府应在持续降低落后地区落户门槛、放宽户籍限制的基础上，着力推动教

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均衡覆盖，以增强自身对优质产业工人和高技能人才的吸纳

能力，全面提升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的软硬件支撑；同时，应协同运用财税、金融等政策工具，进

一步强化中西部与东北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运输网络，提升物流效率，强化承接地用

能保障，并鼓励区域间交流与合作，促进知识和技能传播，为加工贸易转移创造良好条件。

第三，鼓励开展高附加值产品加工贸易，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高附加值加工贸易发展

高度依赖专业技能人才，政府应进一步放宽科技型、技能型人才落户限制，完善包括薪酬激励、

住房保障在内的人才引进政策，引导高新技术人才定向流动，为高附加值加工贸易企业提供人

力资源保障；同时，要积极推进加工贸易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重点支持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

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积极推进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体系构建，

有序淘汰低端产能，全面提升加工贸易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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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Hukou Reform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ocessing Trade

He Huanlang1,  Jia Yuxuan1,  Mao Jian2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new wave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relocation. Un-

like Japan’s regionally homogeneous industrial structure, China exhibits a distinct east-west economic gradi-

ent, which creates a unique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with vast potential for domestic industrial transfer. As a

critical vehicle for this shift, the processing trade in eastern China faces dual pressures from eroding comparat-

ive advantages and accelerating outward migration of industrial orders. Investigating how the Hukou reform

affects the scale expansion and quality upgrading of processing trade therefore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olicy relevance for facilitating gradient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accelerating China’s transition into a strong

trading nation.

　　Based on the city-product-level panel data from 2010 to 2016, this paper treats the 2014 Hukou refor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employs a DID approach to assess how relaxe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stric-

tions affect processing trade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reform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export scale and share of processing trade, with a stronger effect in smaller cities. Second, the reform attracts

low-skilled labor and facilitates high-skilled talent settlement, reducing relative labor costs and promoting the

co-agglomer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thereby driving export growth in processing trade.

Third, the reform enables central and western cities to significantly expand their extensive margins, secure

more processing trade orders, and access new export markets. Fourth, the reform enhances the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of processing products, and capital-intensive and high-tech products show stronger export

growth, indicating that it fosters both scale expansion and quality upgrading.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while existing literature typically examines

trade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s decline, this paper reveals how labor spatial

reallocation through the Hukou reform drives processing trade. Second, it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link

between the Hukou reform and the gradient transfer of processing trade, thereby expanding the research scop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rd, by decomposing export growth from the dual per-

spectives of product and market diversification, it uncovers the latent patterns of domestic industrial transfer.

These findings provide targeted policy insights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processing trade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Hukou reform； labor mobility； processing trade； gradient transfe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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